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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淡水蓝藻水华对水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水环境安全构成威胁，铜绿微囊藻的过度增殖及部分藻株产生的微

囊藻毒素增加了水华治理的复杂性。传统物理、化学控藻方法在持续控制效果和生态风险方面存在一定

局限，植物源抑藻物质因此受到关注。围绕植物提取物、植物源活性单体和缓释制剂的组成及作用特点，

综述其对铜绿微囊藻生长、光合作用、氧化应激、细胞结构及代谢过程的影响，并系统比较微囊藻毒素

(microcystins, MCs)的合成相关调控、细胞内外分布和不同变体响应。已有研究显示，多种植物源物质

具有抑藻活性，但光合功能改变、氧化还原失衡及细胞损伤的表现随物质类型、剂量和暴露时间而变化；

藻细胞数量下降也不必然伴随胞内外MCs同步降低。进一步归纳了材料提取与制剂化、环境条件及非靶

标效应对应用评价的影响，指出毒素分区监测、作用机制验证与复杂水体试验仍是研究薄弱环节。植物

源抑藻物质的开发应兼顾藻量控制、MCs风险和生态安全，为其在蓝藻水华防控中的合理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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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yanobacterial blooms threaten the stability of freshwater ecosystems and water quality. The pro-
liferation of Microcystis aeruginosa and microcystin production by some strains complicate bloom 
control. Physical and chemical control approaches have limitations related to sustained efficacy and 
ecological risks, prompting research into plant-derived algicidal substances. This review classif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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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 extracts, chemically defined plant-derived compounds, and sustained-release formulations ac-
cording to their composition and exposure characteristics. It summarizes their effects on the growth, 
photosynthesis, oxidative stress, cellular integrity, and metabolic processes of M. aeruginosa. Partic-
ular attention is given to changes in microcystins (MCs), including biosynthesis-related regulation, 
intracellular and extracellular distribution, and responses of individual variants. The available 
studies show that several plant-derived substances suppress algal growth, whereas changes in pho-
tosynthetic function, redox balance, and cellular integrity depend on compound type, dose, and ex-
posure duration. Decreased cell abundance does not necessarily correspond to a reduction in intra-
cellular or extracellular MCs. This review further summarizes the effects of material extraction and 
formulation,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non-target effects on the assessment of practical appli-
cations. It highlights that compartment-specific monitoring of MCs,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of mech-
anisms of action, and testing in complex aquatic environments remain insufficiently addressed in cur-
rent research. The development of plant-derived algicidal substances should balance the control of 
algal abundance, MCs-related risks, and ecological safety to inform their appropriate application in 
cyanobacterial bloom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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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蓝藻水华频发给淡水生态系统及供水安全带来持续压力。铜绿微囊藻(Microcystis aeruginosa)是典型

水华蓝藻，部分藻株可合成微囊藻毒素(microcystins, MCs) [1]。水华治理既要控制藻类过度增殖，也要关

注毒素的实际暴露水平。植物化感物质因来源多样且具有抑藻活性受到关注，国内研究已对其来源和作

用环节作出概括[2] [3]。现有试验却表明，水毛茛水提物处理后总 MCs 降低，而青蒿素处理后胞内、胞

外 MC-LR 均可增加[4] [5]。这一差异说明，生长抑制和毒素风险不能作为同一评价终点。 
目前的植物源抑藻研究已形成涵盖生长、光合作用、氧化应激和细胞结构的多指标评价体系，但生

理损伤与毒素含量之间的联系尚缺少充分的同步证据。其中总 MCs、胞内 MCs (intracellular microcystins, 
IMC)、胞外 MCs (extracellular microcystins, EMC)及不同变体的检测方法和采样时间存在差异，使跨研究

比较受到限制。围绕这一问题，本文依次讨论植物源抑藻物质的主要类型与暴露特点、生理作用与毒素

响应，进而分析实验条件和生态安全因素，归纳现有研究不足及后续应用评价方向。 

2. 植物源抑藻物质类型 

植物源抑藻材料通常包括植物提取物、结构明确的活性单体以及以活性物质为基础制备的缓释制剂。

粗提物反映多组分共同作用，适于活性筛选；单体有利于建立剂量效应关系；缓释制剂则通过改变释放

过程影响有效暴露持续时间。 

2.1. 植物提取物 

植物提取物的抑藻活性与植物来源、取材部位和制备方式有关。艾草粗提物经不同溶剂分级后，二

氯甲烷组分具有较强活性，相关成分分析表明黄酮类化合物参与作用[6]；大薸水提物与乙醇提取物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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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效应也不完全相同[7]。洋葱乳酸浸提液和鱼腥草处理研究则扩展了植物来源及提取方式的范围[8] [9]。
水生植物种植水同样可呈现化感作用，但其暴露组成与组织提取物并不相同[10]。总体上，同一种植物的

不同处理物可能具有不同的抑藻特征，检测到某类化合物亦不能直接证明其为唯一致效成分；提取物的

作用解释仍依赖成分分离、单体验证和合理的剂量表征。 

2.2. 植物源活性单体 

植物源活性单体的化学结构明确，便于从组成差异分析剂量响应和生理作用环节。酚酸类研究发现，

咖啡酸与其他结构类似物的抑藻能力不同，部分低剂量处理还可出现促进效应[11]；水芹来源的苯甲酸、

水杨酸和阿魏酸也表现出不同的有效浓度范围[12]。黄酮类研究则显示，槲皮素与 5,4′-二羟基黄酮可影响

光合及抗氧化指标[13] [14]；不同天然黄酮的比较还显示细胞完整性响应存在差异[15]。除酚酸和黄酮外，

正辛酸等植物源脂肪酸亦具有抑藻活性[16]。相较于结构明确的单体，蟛蜞菊发酵液等混合处理物可表现

出低剂量促进、高剂量抑制的现象[17]，但二者在组成和暴露方式上不同，不宜仅依据浓度进行效力排序。 

2.3. 缓释制剂 

缓释制剂通过调节活性物质释放改变抑藻作用的持续过程。青蒿素缓释体系在较长培养周期内维持

抑藻效应，水杨酸–壳聚糖缓释微球的作用强度则受到投加量及藻细胞生长阶段影响[18] [19]。与游离化

合物直接投加相比，缓释制剂的总质量还包括载体，因此制剂投加量、活性成分载量和水中实际释放浓

度应加以区分。不同植物源抑藻物质在化学组成、剂量表征及作用持续时间等方面存在差异，是解释其

生理效应和毒素响应的重要基础。植物源抑藻物质的代表性研究及其主要作用特点见表 1。 
 

Table 1. Representative plant-derived algicidal substances and their effects 
表 1. 植物源抑藻物质及其主要作用特点 

类型 代表物质及植物来源 铜绿藻株 处理条件 主要作用特点 文献 

植物 
提取物 艾草二氯甲烷组分 FACHB-977 35、70、140 mg/L；7 

d 

第 7 天 IC50 为 70.43 mg/L；色

素下降，ROS 积累，MDA 先

升后降，并出现膜损伤 
[6] 

植物 
提取物 

苦草、金鱼藻等沉水

植物浸提液 M. aeruginosa 0.1~3 g/L；不同浸提

时间 
生长和光合功能受到抑制，并

伴随 SOD、POD 和 MDA 变化 [20] 

植物 
提取物 

大薸水提物和乙醇提

取物 BCCUSP232 10、25、50 mg/L；6 
d 

细胞密度下降，并伴随 H2O2、

抗氧化酶及总蛋白变化 [7] 

植物源 
活性单体 槲皮素 FACHB-905 2.5~40 mg/L；48、96 

h 

40 mg/L 处理 96 h 抑制率

90.79%；影响光合功能、膜通

透性及碳代谢 
[13] 

植物源 
活性单体 

水芹来源苯甲酸、水

杨酸和阿魏酸 FACHB-524 
苯甲酸、水杨酸

25~40 mg/L；阿魏酸

30~60 mg/L；9 d 

呈浓度相关抑制，并伴随光合

功能和细胞膜状态变化 [12] 

缓释及制

剂化形式 青蒿素缓释制剂 FACHB-905 制剂 0.540 g/L；40 d 可维持较长时间生长抑制，并

影响藻胆蛋白和细胞活性 [18] 

缓释及制

剂化形式 
水杨酸–壳聚糖缓释

微球 FACHB-930 
滞后期 15~135 
mg/L；对数期

175~675 mg/L；1~7 d 

抑藻效果受生长阶段影响，第

7 天约 90%抑制所需剂量存在

明显差异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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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铜绿微囊藻生理响应 

3.1. 生长与光合作用 

生长抑制是评价植物源物质作用的直接终点，光合功能变化则为分析其生理作用提供依据。叶绿素

a (Chl-a)含量下降同时受到藻细胞数量减少及单细胞色素变化影响，但不等同于光系统Ⅱ (PSⅡ)功能受损。

酚酸处理中出现的低剂量促进与较高剂量抑制说明，群体生长响应依赖处理浓度及暴露时间[11] [12]。因

此，比较不同研究的抑藻效率，需要同时考虑藻株、剂量、处理时间及生长终点的差异。 
光合色素、叶绿素荧光与电子传递参数分别反映光合作用的不同环节。槲皮素处理后，Fv/Fm、实际

光化学量子产率[Y(II)]及最大相对电子传递速率(rETRmax)发生变化[13]；5,4′-二羟基黄酮研究则结合

Chl-a、Fv/Fm 和快速荧光诱导曲线(OJIP)分析光合响应[14]。不同黄酮的比较显示，木犀草素对光合活性

的影响较明显，而其他黄酮对细胞完整性的影响更为突出[15]。相关研究将光合作用视为植物化感抑藻的

重要作用环节[21]。光合电子传递受扰可能改变细胞的还原力供应，并影响活性氧的产生与清除；不过，

现有研究主要记录了光合参数与氧化指标的变化，尚不能由二者同时改变确定 ROS 的来源及其作用顺

序。 

3.2. 氧化应激与抗氧化防御 

光合响应之外，氧化状态与防御能力的相对变化也是判断细胞胁迫的重要依据。活性氧(reactive ox-
ygen species, ROS)生成超过清除能力时，可引起氧化损伤。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催化超氧阴离子歧化，

过氧化氢酶(CAT)及过氧化物酶(POD)参与过氧化物清除。咖啡酸研究记录了 ROS 响应，槲皮素处理则

引起 SOD 活性变化[11] [13]。酶活性上升可反映保护性代偿，其下降也需结合暴露阶段和其他酶系判断。

因而，抗氧化酶、ROS 与损伤终点应在相同剂量和时点下综合解释。 
不同植物源物质的氧化应激表现既有共性，也存在差异。艾草二氯甲烷组分处理引起 ROS 积累及

CAT 活性下降，MDA 则先升高后回落[6]；沉水植物浸提液可引起 SOD、POD 及 MDA 等指标变化[20]。
这些结果提示氧化还原平衡受扰参与部分抑藻过程，但不同测定项目与采样时点限制了损伤时序的比较。

生长、光合和氧化指标的同步测定有助于辨别防御性适应与持续损伤。 
丙二醛(MDA)通常用于表征膜脂过氧化程度。其与 ROS 积累及抗氧化酶变化共同出现，可提示氧化

损伤增强，但不等同于细胞膜破裂或细胞裂解[6] [20]。氧化状态与膜功能可能相互影响，损伤程度还需

结合膜完整性、胞外相关信号及显微结构判断。 

3.3. 细胞结构与代谢损伤 

膜功能与细胞结构指标为细胞损伤的评价提供了另一层证据。植物源物质处理后，可观察到膜通透

性、膜电位及细胞形态变化。槲皮素研究测得培养液核酸、蛋白质相关吸光信号增强，提示膜屏障功能

受到影响[13]；天然黄酮比较研究还报告膜去极化及细胞皱缩、肿胀和碎片增多[15]。这些变化反映不同

程度的功能或结构异常，胞外吸光信号本身不足以判定完整细胞裂解。 
细胞结构变化常与物质及能量代谢异常并存。青蒿素和银杏酸处理后均记录到不同程度的膜损伤或

细胞裂解[5] [22]。槲皮素处理 96 h 后，呼吸速率及碳固定相关指标下降，但 PEPC 活性的早期变化与后

期并不一致[13]；大薸提取物处理也出现总蛋白水平的改变[7]。膜通透性改变可能干扰跨膜物质交换，光

合和呼吸过程受抑则可能限制细胞维持稳态所需的能量。两类过程可以相互影响，现有试验尚不足以确

定代谢异常由膜损伤引起，或膜损伤完全继发于代谢障碍。 
图 1 的 A~C 区分别概括生长与光合功能、氧化应激以及膜和代谢变化。这些生理响应可同时发生，

也可能相互影响，不宜排列为固定的损伤过程。由此分析 D 区的微囊藻毒素响应时，除细胞完整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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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考虑合成相关调控、单位细胞毒素含量及胞内外分布的变化。 
 

 
Figure 1. Physiological effects and microcystin responses to plant-derived algicides 
图 1. 植物源抑藻物质的生理作用及毒素响应 

4. 微囊藻毒素响应 

微囊藻毒素含量变化既受产毒细胞数量影响，也与单细胞毒素含量及胞内外分布有关。mcy 基因转

录变化反映合成相关调控，不能直接代表实际合成速率；胞外 MCs 浓度还受到释放及水相去除等过程影

响。只有在检测变体、采样体积和计量单位一致时，总 MCs、IMC 与 EMC 的结果才具有可比性。青蒿

素和银杏酸研究虽均记录到细胞损伤，但其 mcy 转录和毒素分布的响应不同[5] [22]。因此，生理损伤可

作为解释毒素变化的线索，却不能代替对毒素合成和分区过程的分析。 

4.1. 合成调控与胞内含量 

总 MCs 下降并不意味着单位细胞产毒水平必然降低。水毛茛水提物处理 8 d 后，在最低抑制浓度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及 1/2 MIC 处理组，LC-MS/MS 测得总 MCs 分别较对照降低 84.5%
和 74.5%，但 MIC 组单位细胞 MCs 含量与对照接近，而 1/2 MIC 组下降至对照的约 1/3 [4]。这一结果说

明，藻生物量变化和单位细胞毒素含量变化对总量下降的贡献可能不同。银杏酸 8 mg/L 处理后 IMC 降

低，第 15 天总 MCs 为对照的 46.48%；另在 96 h 检测中，mcyA、mcyD 和 mcyH 转录水平下降[22]。毒

素与转录结果从不同层面提供了调控线索，但检测时点和指标并不一致，MCs 合成速率仍需独立评价。 
胞内毒素并非总向同一方向变化。青蒿素 16.0 mg/L 处理第 20 天 IMC-LR 约为对照的 1.91 倍，同一

研究另报告 mcyB、mcyD 和 mcyH 表达上调[5]，基因采样与毒素终点的时间对应关系未明确。银杏酸则

表现出不同的胞内毒素及转录响应[22]，说明相近的抑藻表型可伴随不同毒素结局。咖啡酸研究的 MC-
LR 下降来自代谢组相对信号[11]，与靶向定量 IMC 不属同一测量尺度。比较这些结果时，应同时考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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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毒素总量、单位细胞存量和转录响应，以及对应的剂量和采样时间。 

4.2. 胞外释放与分布 

胞外 MCs 浓度反映释放与水相去除共同作用的净结果，细胞损伤是相关因素之一。青蒿素 16.0 mg/L
处理第 20 天 EMC-LR 和 IMC-LR 分别约为对照的 4.46 倍和 1.91 倍，并伴随膜破裂及结构损伤[5]。这些

终点同期出现，但新增合成与原有毒素释放的贡献尚未分离。银杏酸处理虽有部分细胞裂解，EMC 却未

显著升高[22]；水毛茛研究的毒素主要存在于胞内，EMC 低于报告检测阈值[4]。可见，胞外终点还取决

于细胞数量、胞内储量、采样时间及方法灵敏度，裂解现象与 EMC 增加并非一一对应；低于检测阈值亦

不等于完全没有释放。 
分析上述分区差异时，还需考虑检测口径与暴露设计。穗花狐尾藻提取物在氮限制连续培养中呈阶

段性响应：较低剂量阶段 EMC 降低而 IMC 变化不明显，较高剂量阶段二者均下降[23]。该研究用 ELISA
测总 MCs 和 EMC，IMC 由差值计算，结果为 MC-LR 当量；同一体系逐级投加的设计使剂量与暴露历史

相互关联。水杨酸–壳聚糖微球研究则测定 0.45 μm 滤液 MC-LR，缺少同步的 IMC 结果[19]。这些研究

应按各自测量范围解释，ELISA 当量与特定变体的色谱浓度不宜直接合并。对于浓度下降，质量平衡、

无细胞对照及产物分析可进一步辨别吸附、降解和其他去除过程。 

4.3. 剂量、时间与毒素变体差异 

即使采用相同藻株，不同植物源物质引起的毒素响应仍可能相反。青蒿素和银杏酸研究均使用

FACHB-905，培养基、培养温度及光暗周期具有一定可比性，但处理浓度、光照强度和取样时间并不一

致。青蒿素 16.0 mg/L 处理第 20 天，胞内外 MC-LR 均高于对照[5]；银杏酸 8 mg/L 处理第 15 天，总 MCs
及 IMC 下降，EMC 未见显著增加[22]。两项研究均报告了细胞结构损伤，因此不能仅以是否发生膜损伤

解释胞外毒素的不同变化。此外，银杏酸的相关基因在 96 h 检测，而青蒿素研究中基因表达与第 20 天

毒素测定的时间对应关系尚不明确。转录变化与终点浓度的差异，需结合毒素存量和采样间隔理解。 
不同研究的处理物与测定口径也限制了结果的横向比较。水毛茛水提物为多组分混合物，研究同时测

定群体总 MCs 和单位细胞含量[4]；没食子酸的低浓度响应表明部分物质的剂量效应并非单向变化[24]。水

杨酸–壳聚糖缓释微球以制剂质量表示剂量，其实际释放浓度还随时间改变[19]；穗花狐尾藻研究采用连续

培养和逐级投加，同一体系的剂量效应与既往暴露相互关联[23]。此外，水毛茛研究检测了 MC-LR、MC-
RR 等多种变体[4]，青蒿素研究主要关注 MC-LR [5]，水杨酸研究则报道了 MC-RR 的变化[25]。ELISA 测

得的 MC-LR 当量、色谱定量的特定变体及代谢组相对信号，均不宜直接合并比较。由此，对不同植物源物

质的毒素效应进行归纳时，应同时明确暴露形式、采样时点、毒素变体及测定方法。代表性结果见表 2。 
 

Table 2. Representative studies on microcystin responses to plant-derived algicides 
表 2. 植物源抑藻物质对微囊藻毒素的影响 

植物源物质 铜绿藻株 处理条件 MCs 检测内容 主要毒素变化 文献 

咖啡酸 FACHB-315 5、8 mg/L；96 h 
(代谢组处理) 

代谢组 MC-LR 相对

信号；非靶向定量，

未配对 IMC/EMC 

咖啡酸处理后 MC-LR
相对信号下降 [11] 

水杨酸–壳聚

糖缓释微球 FACHB-930 15~675 mg/L；1、
3、5、7 d 

0.45 μm 滤液 MC-
LR；IMC 未同步测

定 

滞后期处理组低于对

照；对数期 175~425 
mg/L 组随时间升高，

675 mg/L 组下降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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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水毛茛水提物 MCACt 6.5、13 mg/mL；8 
d 

总 MCs、IMC、
EMC 及多种变体；

ELISA 与 LC-
MS/MS 

LC-MS/MS 总 MCs 分别

下降 74.5%和 84.5%；

主要存在于胞内，EMC
低于报告检测阈值 

[4] 

青蒿素 FACHB-905 
16.0 mg/L；MC-

LR 第 20 天；基因

取样时间未明确 

IMC-LR、EMC-LR
及 mcyB、mcyD、

mcyH 

IMC-LR 和 EMC-LR 分

别约为对照的 1.91 和

4.46 倍；该研究另记录

相关 mcy 基因上调 

[5] 

银杏酸 FACHB-905 

MCs：8 mg/L，
1~15 d；基因：

1、2、8 mg/L，96 
h 

总 MCs、IMC、
EMC 及 mcyA、

mcyD、mcyH 

IMC 下降，第 15 天总

MCs 为对照的 46.48%，

EMC 无显著变化；高剂

量下相关 mcy 基因下调 

[22] 

穗花狐尾藻乙

酸乙酯组分 

当地分离产

毒单细胞非

无菌株；未

给编号 

6.25~100 mg/L 逐

级暴露；70 d 连续

培养，分阶段取样 

ELISA (MC-LR 当

量)：总 MCs、
EMC；IMC 由差值

计算 

较低剂量阶段 EMC 降

低，IMC 未相应下降；

较高剂量阶段两者均降

低 

[24] 

5. 抑藻效果影响因素 

植物源抑藻效果受物质组成、处理浓度和藻细胞状态影响，并随外部环境条件变化。实验室获得的

有效剂量虽有助于认识物质活性，但实际水体中的有效暴露还受营养状况、光温背景及水体组分影响。

因此，对应用潜力的讨论既要比较生理作用和毒素响应，也需关注材料制备及非靶标生态安全。 

5.1. 剂量与藻细胞状态 

同一植物源物质的作用强度可能随投加浓度、藻细胞生长阶段和暴露时间而变化。酚酸研究中低剂

量刺激与较高剂量抑制并存[11]；模拟复苏温度条件的研究则报告复苏阶段藻细胞具有不同的处理敏感

性[26]。水杨酸–壳聚糖缓释微球处理第 7 天达到约 90%抑制时，滞后期与对数生长期采用的制剂剂量

分别为 105 和 675 mg/L [19]。这些具体条件下的差异说明，单一浓度所得抑制率不足以描述完整的剂量

响应，也不宜将不同生长阶段的效应差异全部归因于材料活性。研究间比较应首先明确藻细胞状态与效

应终点。 
暴露持续性是缓释制剂评价的另一项关键因素。青蒿素缓释体系可在 40 d 实验周期内维持一定抑藻

作用；研究中的制剂投加量为 0.540 g/L，释放过程中游离青蒿素浓度在约第 10 天达到 5.0~5.3 mg/L 附

近，随后仍发生变化[18]。制剂质量浓度与游离活性成分浓度表征不同的剂量信息，累积释放量也不能替

代各时点的实际浓度。因此，缓释材料的持续作用应结合释放曲线、藻细胞恢复情况及处理后的有效暴

露进行判断。 

5.2. 材料制备与环境条件 

植物提取物的可比性首先取决于原料来源及制备条件。艾草分级组分与大薸不同溶剂提取物均表现

出抑藻活性差异[6] [7]，说明仅标注植物种名和投加浓度不足以描述处理物性质。取材部位、原料状态、

提取溶剂、料液比、提取及保存条件会影响不同研究结果的解释；主要活性组分及其批次稳定性则关系

到后续重复性和材料标准化。对粗提物而言，投加剂量是按原料还是提取物干重计算，应在研究报告中

明确区分。 
光照、温度及营养条件既可能影响藻细胞敏感性，也可能改变植物源物质的有效暴露。穗花狐尾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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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化合物的研究比较了不同光温条件下的抑藻表现，支持其效应具有环境依赖性[27]；氮限制连续培养

研究则说明穗花狐尾藻提取物在特定营养背景及逐级暴露条件下能够持续产生效应[23]。后者的不同剂

量与暴露历史相互关联，不能视为独立的平行剂量试验，更不能据此单独认定氮限制会增强抑藻效果。

由此，分析环境因素时应区分直接设置的光温对照、特定营养背景下的观察以及连续暴露过程，以免将

不同因素的作用混为一谈。 

5.3. 生态安全与应用限制 

植物源抑藻物质的天然属性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水生生物无害。凤眼莲化感物质研究比较了铜绿微囊

藻与斜生栅藻的生长响应[28]，青蒿素研究涉及铜绿微囊藻与小球藻的生理差异[29]，水培体系中的植物

反应亦有报道[30]。这些结果说明抑藻物质的作用具有物种差异，但少数非靶标初级生产者的实验不能反

映整个水体群落的敏感性。藻类组成发生改变后，浮游动物的食物来源及摄食关系也可能随之变化。进

一步评价时，还应关注浮游动物的存活与繁殖、鱼类及其早期生活阶段的暴露，以及底栖生物通过沉降

藻体和沉积物接触活性物质的可能性。目前上述消费者层面的作用缺少与本文材料直接对应的充分实验

数据，不宜据此判断其生态毒性程度。 
生态安全问题还涉及抑藻后的物质迁移及生态功能变化。藻细胞损伤可能使胞内有机物和 MCs 进入

水相，影响微生物对有机质的利用，并改变水体中毒素的暴露途径；藻类群落及食物组成的改变，也可

能进一步影响食物网中的能量传递。水毛茛水提物研究同时测定了细菌胞外酶活性[4]，为观察微生物过

程提供了依据，但尚不足以评价群落组成及碳、氮、磷循环功能的长期变化。对于缓释制剂，还需考虑

载体与活性成分的持续释放、吸附及转化产物残留。实际应用评价应将藻量降低、胞内外毒素变化和非

靶标生物响应结合起来，而不能仅依据抑制率推断水生态系统的净获益。 

6. 研究不足与展望 

现有研究已从藻细胞生长、光合作用、氧化应激及膜损伤等方面揭示了植物源抑藻物质的多种生理

效应，但能够在同一实验中同步获得毒素合成相关调控、胞内外含量及细胞状态证据的研究仍然有限。

后续研究的重点应由单一指标的增加转向多指标的对应分析，并加强材料稳定性及复杂水体应用条件下

的验证。 

6.1. 毒素监测体系 

现有毒素监测中，细胞数量、单位细胞 MCs 含量和胞内外分布往往未得到同步评价。Tridax procumbens
粗提物及分离组分处理后总 MCs 下降[31]，但仅凭已报告的总量结果仍不能区分藻量变化与单位细胞毒素

水平变化的贡献；水毛茛研究中总 MCs 与单位细胞结果不同，则直接说明必要的细胞数量校正有助于结果

解释[4]。较完整的监测应在同一采样时点获得藻细胞密度、IMC 和 EMC，并说明总 MCs 是直接测定还是

由两部分求和得到；报告单位细胞含量时，还需明确计算所采用的细胞数量及毒素分区范围。 
不同研究对 MCs 变体、检出限及 mcy 转录的测量范围同样不一。仅测 MC-LR 或 MC-RR 时，结论

应限定于相应变体；EMC 低于方法检出限不得作为浓度为零的证据。对于研究毒素合成调控的实验，应

尽量在相同采样时点获得 mcy 表达、分区毒素定量及单位细胞含量，并清楚报告检测方法、回收率、检

出限和定量限。若观察到毒素浓度降低，还需通过无细胞对照、吸附回收或降解产物测定判断其可能原

因，避免将生物量减少、胞内外重新分布或其他去除过程直接归为 MCs 降解。 

6.2. 生理损伤与毒素响应 

生理损伤与毒素变化的联系涉及多个可能并行的过程。光合功能下降可影响能量及还原力供应，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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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还原稳态变化可能伴随膜脂过氧化与细胞通透性改变；这些生理变化均可能影响细胞维持代谢和保留

胞内物质的能力。银杏酸研究除观察到氧化损伤外，还报道了光合作用相关基因 psaB、psbD、rbcL 及营

养调控相关基因 ntcA、phoU 的转录变化[22]，为分析生化过程与基因调控提供了线索。另一方面，青蒿

素处理出现细胞结构损伤、mcy 表达上调以及 IMC-LR 和 EMC-LR 增加[5]，银杏酸处理的毒素结局却不

相同[22]。这说明膜损伤及转录响应尚不足以单独预测毒素浓度；碳氮代谢、胞内毒素储量和水相迁移的

相对贡献仍有待区分。 
现有研究的主要限制是，光合功能、氧化胁迫、细胞膜完整性与毒素变化往往未在相同时间序列内

得到充分测定。若要判断 ROS 积累或膜损伤在毒素变化中的作用，需要在连续采样中同步获取藻细胞密

度、膜完整性、mcy 表达及 IMC、EMC 定量结果，并结合适当的干预对照。转录组与代谢组可帮助筛选

相关代谢过程，但只有将转录信息、毒素定量和细胞状态相互对应，才能进一步判断毒素浓度变化主要

来自单位细胞含量改变、胞内外迁移，还是其他去除过程。对 MCs 在氧化胁迫下是否具有适应性作用的

解释，也应以针对性的功能试验为依据。 

6.3. 实际水体验证 

实际水体中群体形态、营养盐、有机质、悬浮颗粒及其他生物相互作用，均可能改变植物源活性物

质的暴露及藻细胞响应。与单藻培养相比，复杂水体中的有效剂量和效应维持时间更难确定。国内抑藻

剂应用及湖库水华控制研究已讨论了技术适用条件和生态风险[32] [33]，但这些综合性研究不能替代某一

种植物源材料的现场安全性与作用效果验证。因此，实验室获得的高抑制率应被视为特定条件下的效应

证据，而非直接可用的实际水体投加依据。 
实际水体验证宜从天然水样与多物种培养体系逐步推进，同时考察不同条件下的抑藻持续性。除细

胞密度、IMC、EMC 和主要 MCs 变体外，还应记录处理后藻细胞恢复、活性成分及载体残留，并监测代

表性消费者和微生物过程。特别需要区分植物源物质的直接暴露效应与藻类群落变化引起的间接影响。

对于鱼类早期发育、底栖生物及长期养分循环，目前仍缺乏足以支持普遍推断的证据。植物粗提物与缓

释制剂还应评价成分或释放特征的批次稳定性，以明确不同水体条件下的适用范围。 

7. 结论 

植物提取物、植物源活性单体和缓释制剂均可在特定条件下抑制铜绿微囊藻。生长与光合功能受抑、

氧化还原状态改变以及细胞结构与代谢异常是较为常见的生理响应，但不同物质的作用环节和时间过程

存在差异。微囊藻毒素变化与生长抑制并不必然同步，IMC、EMC、主要变体及 mcy 表达从不同层面反

映毒素响应，单一指标难以充分描述毒素风险。提高材料的应用可比性及生态安全性，仍需统一剂量表

征、加强生理和毒素同步监测，并开展复杂水体及非靶标生物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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